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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心学”正名:《驳吕留良四书讲义》卮言 

王胜军
1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朱轼等所纂《驳吕留良四书讲义》一书尽管有其强烈的政治意图,持论未尽公允,但其从一个侧面展

示了在王学被大批判以及宋明心性之学衰微的情形之下,清初官方对“心学”传统的坚守以及“心学”与道统建构

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说明“吕留良案”在文字狱层面之外还有其更值得探求的“心学”意义。在传统语境中,“心

学”不与陆王之学对等,而是包含陆王之学在内的整个宋明理学的指称,并且可以上溯为尧舜禹相授受的道统,是华

夏先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信仰的最高哲学概括。考察这一广义“心学”,对于认识中国文化的特质、启示当前的文

化复兴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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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留良作为清代文字狱的知名人物,其研究往往被涂上浓重的政治色彩,以致其学者身份和学术成就、尤其是与官方学术之

间的复杂关系均未得到更好的发掘和评价。“曾静案”发生之后,不仅雍正本人著《大义觉迷录》批判曾静,还组织朱轼

(1665-1736,谥文端)、吴襄(1661-1735,谥文简)、方苞(1668-1749,号望溪)、吴龙应、顾成天(1663-1744)、曹一士(1678-1736)

等学者撰写《驳吕留良四书讲义》以驳斥曾静背后的吕留良(1629-1683,号晚村)。就二书而论,不管公允与否、效果如何,都力

在说理,尤其是后者学术色彩浓厚,俨然成《四书》学诠释体系,本文特就《驳吕留良四书讲义》(以下简称《驳书》)(1)所涉及之

“心学”进行探讨。(2) 

明代中后期以降,王学以浩大的声势长期深入民间社会传播流布,与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分庭抗礼,并在清初逐步

由李绂、邵廷采与全祖望为之结局。[1]然而,考察以《驳书》等为中心的文献,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王阳明及其学派虽遭

批判,但“心学”作为一个特定术语并没有因此被官方否定。实际上,“心学”在传统语境中与王学并不对等,而是对尧舜禹授受

心法即道统的一种诠释和解读的指称。明清鼎革之际,“心学”在以《驳书》为中心的官方学术话语中屡屡作为核心概念出现,

说明宋代以来所缔造的圣王“心传”式的学术形态和政治模式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一、“心学”与王学:“心学”乃先王精神的一脉相承 

对心能否与学联系起来,吕留良持坚决反对态度,在其看来:“心独不可以言学……释氏本心,以心为尽头,谓天性理道皆出

其下,故曰心学。凡言心学者,皆释氏之见也。”[2]8“《大学》无重心义,以其本天也……单说心,即本心之学,非圣学也。”[2]3

吕留良所谓“心学”实暗指王学无疑。 

《驳书》开首即对吕留良之辟“心学”大发议论,举以横渠“心统性情”、朱子引孟子“言仁之心、义之心”以证“心统性

情”说,将吕留良所暗指之王学之论“心”转之为程朱论“心”,并追溯到尧舜禹所相授受的“心法”,指出: 

                                                        
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7ZDA013) 

作者简介:王胜军(1979－)，男，河北高邑人，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书院文化。 



 

 2 

西山真氏曰:“大舜十六字,开万世心学之源,后之圣人,更相授受,大抵教人守道心之正,而遏人心之流也。”是则圣圣相承

之学,无非心学也,安得谓单言心,便非圣学乎?……留良不辨释氏认心之误,乃以言心为讳。[3]611 

尽管吕留良将陆王之学指为心学,以之为禅,排在正统之外,其实象山多自称其学为“理学”,朱子亦不曾以“心学”称象山,

在近代以前的传统学术语境中,“心学”本指尧舜禹圣王相传心法,其文来自被现代多数学者当作伪《尚书》的《大禹谟》“人

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即“大舜十六字”或称“虞廷十六字”。朱子在《中庸章句序》中特将这“虞廷十

六字”表述为道统的本质内容,而《中庸》则被视作“孔门传授心法”[4]17。对于这一意义上的“心学”,后人申述发明颇多。 

由于“十六字心法”自宋明以来具有极高的话语权威,因而王阳明为其学术争正统即就此入手,如《象山文集序》之开首: 

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

谓也;道心精一之谓仁,所谓中也。孔孟之学,惟务求仁,盖精一之传也。[5]245 

为清代江西王学结局的李绂,继续将“大舜十六字”的心传与象山之学联系起来,重申其意义说:“圣人之学,心学也。道统

肇于唐虞,其授受之际,谆谆于人心、道心。”进而论孔子作《大学》“用功在正心诚意”,至孟子“言心益详”,陆象山在程明

道之后“专以求放心为用功之本”[6]392,亦是尧舜先王圣学的一脉相承。 

由此可见,无论朱学抑或王学,都将其合法性建立在尧舜禹代禅之际所传授的“心法”,吕留良批判“心学”,动摇的不仅是

王学,程朱亦未免会被殃及,尽管吕留良自己亦曾以这“十六字心法”批判王阳明。[2]14因此,《驳书》显然无意将王学定义为“心

学”,更有甚者,还要为言“心”之学进行学术史的辩解:“留良每以言心为大戒,诋为禅学。不知唐虞授受,首言人心、道

心”
[3]723

,“虞廷人心、道心危微之判,正是心学之奥,成汤以礼制心,文王小心翼翼,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颜子之心不违仁,孟子

言存心、言养心,言扩充仁义之心,圣贤何尝不言心?”[3]613 这与王阳明、李绂之言几乎无不同,当然,其背后的学派指向是程朱理

学。 

《驳书》之驳斥吕留良、维护“言心之学”,实出于建构意识形态之需,因为《大禹谟》是宋代理学的根基。[7]22 宋明理学是

以心传心之学,不同于经学时代以知识文本为中心的典章制度之学,“虞廷十六字”给宋明理学以合法性的原始文本依据,并且

将之上升到帝王治理天下的政治层次。不仅《驳书》如此,肯定“心学”是御纂典籍的一致看法,即以“心学”定义孔孟之学,御

纂《日讲四书解义》述“心学”即是如此,如论“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为“孔子自叙其生平心学以渐而进之功”,论“子

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章”为“圣贤心学之传”,论“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章”为“孔子以心学觉子贡而且进之”,论“子曰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章”为“孔子教人以心学之全功”,等等。由之可见,吕留良《四书讲义》对“言心之学”的批判,实

与颁之天下学宫的《日讲四书解义》相抵触,遭批判自然是不免。 

更重要的是,“传心之学”与尧舜禹等圣王相连,它实际上定义了理学家所梦寐的最高级的国家治理模式,即治统与道统合

一,其本质亦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信仰。心学从本质上既是儒者之学,亦是帝王之学,如明人苏伯衡《心学图说》之谓“千古帝

王之学,固因濂、洛诸大儒而复明”[8]。朱子认为,自孔子之后,有德无位,道统遂与治统分离,这样以孔孟为最终依归的儒学的主

要根基被限定在学术领域,圣王合一的治理模式只能作为一种遥不可及的前景。尽管如此,朱子揭示和申述“虞廷十六字”,还是

将中国文明特质的道统迈孔子而上追溯到尧舜禹等圣王,从而为重新开启华夏政教合一的政治模式提供了可能。就当时来

看,“心学”还深契于清初帝王兼道统于治统的意图,即必须要兼师长与帝王的双重身份。《驳书》批评吕留良,认为孔子作《春

秋》,由于无位,所以只是“言天子之事,非行天子之事”[3]750,以之维护君主在文化话语上的绝对权威。 

朱子对“心学”的这样一种定位,更在于他要有效恢复华夏先民生活方式和文化信仰背后的精神动力。朱子深信这种精神动

力绝非现存于《六经》的语言文字的形式中,因为时移世异,讲求道统并非要复古,而是要找出三代迭相损益的原则所在,亦即王

阳明所谓的“真血脉”,只有依托“心学”才能真正将儒学的知识文本与现实社会的巨变结合在一起。在清初汹涌澎湃的实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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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中,知识主义急剧上升,《六经》文本与现实的冲突,比如要求恢复井田、封建等典章制度在内的呼声,时时出现于学者的笔端,

更有华夷之辨的复活,对当时国家意识形态建构都有直接危险。“心传”不拘泥于文本,可以进行创造性的发挥,对解决这种冲突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康熙亦自表示说: 

先圣先师道法相传,昭垂统绪,炳若日星。朕远承心学,稽古敏求,效法不已,渐近自然,然后施之政敎,庶不与圣贤相悖耳。[9]1440 

因此,王学可以被批判,但是“心学”不可能被批判,“心学”要是被批判,整个宋明理学尤其是官方意识形态就失去了学理

支持,《驳书》已然意识到这种问题,在其看来:“留良辟余姚之学,乃并孟子所言‘良知’二字,痛恶极诋,必欲去之而后快,岂非

惑欤?”[3]738当时,考据学作为一种新学术形态已然兴起,阎若璩、黄宗羲、顾炎武、朱彝尊等力辟古文尚书为伪,官方学者如李光

地、陆陇其等皆曾加以反驳,
[10]

包括位列《驳书》作者的方苞。 

所以,尽管王学亦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对手”,但是两者联合起来似乎更有必要,《驳书》因此多处维护象山及阳明: 

金溪讲学,与朱子不无异同,然践履实为朱子所敬……良知宗旨,近于释氏,诚不能为阳明讳。然其一生,立身无过,体国公忠,

明代贤臣,少出其右。留良乃比之陈相、达摩,过矣!
[3]673

 

这不仅是一种官方姿态,也是“心学”信徒自我的一种认同,比如参撰《驳书》的方苞私下就称颂过宗法王学的“北方真儒”

鹿继善、孙奇逢、汤斌,批判“鄙儒肤学,或剿程、朱之绪言,漫诋阳明以钓声名而逐势利”。[11]411“鄙儒”抑或就是指吕留良。

官方和作为民间儒学主要代表人物的吕留良对王学的态度,对于华夏先王代代相传的文化精神究竟是否应该定义为“心学”抑

或是知识文本之学当然重要,为“心学”正名势所必然。 

二、“心学”与释氏:“心学”具有华夏族群的文化特质 

《驳书》肯定“心学”,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题,即儒学如何与释氏之学(依吕留良《四书讲义》之指称)加以区别,这既是

吕留良无意抛出的宋儒“圣人本天、释氏本心”之说,更兼有民间否定、怀疑宋学的考据学思潮在涌动,如何定义理学、儒学、

华夏族群的文化已然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和突出分歧。就其初衷而言,吕留良未尝不是要独尊程朱,其辟王实际就是旨在分析佛老

与儒学之别、对圣王之统重新定义,《驳书》批判吕留良在一个重要方面却是为了维护“心学”,即从根本上应对新兴起的考据

学知识主义对宋明时代理学学术形态的解构。 

其中,关键就是要厘清理学与释氏所谓“心”其区别究竟何在。对此,吕留良未加区分,而是多次依据程伊川“圣人本天、释

氏本心”的判定,认为凡讲“心学”者皆为异端。不能否认,儒学主流学者长期执着于对外在知识主义的追逐,孟子之后到韩愈千

余年中,释氏之学已然对“心”有种种诠释和解说,如《心经》《金刚经》《坛经》等都从“心”入手来立教,不仅极大抢占了民众

的信仰空间,而且将原有华夏族群文化关于“心”的概念混淆了。因此,宋明理学之兴,是从对“心”的重新诠释开始。 

那么,释氏之解“心”究竟有何特点?在宋明诸儒看来,其要在“虚无”。其实,韩愈在《原道》中就早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在

其看来,“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12]145 亦

即必须用仁、义即五常之性为人心定义,而佛教却要“无所住而生其心”,旨在破除眼耳鼻舌身意一切执着,最终结果就会导致出

离人伦。与韩愈一样,宋代理学家都力图对“心”做出从属于儒学的解释,从而形成了理学系统的心性之学。理学的奠基者张横

渠就是“心”概念的重构者,在其看来,“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这样心就不再是一片虚无而是与五常之性结合,正如《驳书》

中所指出“心之所发,有天理、有人欲”[3]628,而非释氏认定的心一味只是人欲。横渠又提出“心统性情”的原则,心不仅不要“无

所住”,还要对人发挥其主宰作用。然而,横渠还没有最终突破释氏所设定的樊篱。 

释氏认为心不能为外物所动,其本与儒学相通,如孟子之“不动心”,但是心在动时会为物外所牵引,从而造成“定性未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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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犹累于外物”的困局。对横渠而言,倘若心的灵虚状态只有在隔绝外物的情况之下才能产生,那么这个心将仍然是佛老之心。

《定性书》解决了这一困难,在程明道看来: 

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

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心之精微,口不能宣。[13] 

到这时,“心”就在动、静两种形态下都可以将理世界呈现出来,即在应物过程中将五常之性等发端出来,这样具有五常之性

的心就具有了通向社会生活和政治并建构其秩序的可能,而非如释氏一样屏绝外物。 

理学家对“心”的分析,还要进一步寻找一个属于自己华夏族群的文化和思想的起点,即建立自身历史文化的合法性。这个

起点长期以来是游移不定和有冲突的,即对老子、孔子何为起点进行选择,将华夏文化定义为尧舜禹的授受心传,就肯定了礼乐文

明存在的正统意义,那么非薄礼乐的老庄之学,显然只能作为传统的对立面而存在,释氏更不必提。所以,宋代儒学复兴就是儒、

佛、道争辩何为中国文化正统的情境下发生的。[14]“心传”的再发现,以及诠释“心传”的“心学”从哲学的高度为儒学道统确

立了自己的规范。 

朱子《中庸章句序》中论道统即重在论心,将“虞廷十六字”自然转变为理学的存理去欲,在其看来,“心之虚灵知觉,一而

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

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4]14然而,正是在这点上,程朱、陆王发生了分歧。有学者认为朱、陆二人的差别在

对心的主、客二体的分别,[15]其实朱子已然讲到道心、人心,其心的概念如何只是一个气?主要是陆学将“先立乎其大”作为入手

功夫,不免容易从逻辑上否定“人心惟危”,从而模糊道心、人道的区别。 

吕留良生当异族入主之世,将陆王之学皆看作亡国之学,所以忌讳言心,这就很难将中国文化的固有本质看作“心传”,并且

由于其长期生活在民间,目睹王学末流之行径,也很可能将这种末流之学等同于王学的真谛。这样,在吕留良看来,王学就如释氏

一样,仅以知觉定义“心”,而其批判王学自然也从知觉的角度理解“心”。《驳书》抓住这一漏洞,认为吕留良虽以批判禅学自

命,实际上却自堕禅学之中,即以知觉为心。《驳书》认为“圣人之心,浑然一理,是则心为众理具备之心,理为心所包含之理”[3]684,

心有两个层次,泛言为“知觉之心”,言本心、良心、赤子之心则为“道心”。[3]699比如,《大学》“正心”一条,吕留良认为“心

本无不正”[2]10,取消了“正心”的合法性。《驳书》对此指出:“若夫正心,则物来顺应,可喜可怒,在彼而已无与焉。虽当喜怒时,

此心当如明镜止水,毫无渣滓。如《定性书》所谓动亦定,静亦定,方是正心界分也。”[3]613儒学“正心”与释氏之不同,在于肯定

心有喜、怒、哀、乐之情,而非绝情禁欲,更何况儒学之论心还本有五常之性,是实有而非虚无,如其所谓: 

儒者言心,释氏亦言心,儒者之心,仁、义、礼、智之心也,合理义而言也。释氏之心,知觉之心也,离理义而言也。此为儒释

之别,若但云心不同,而心之理义同,何以分别儒释耶?[3]769 

充实心的实理如仁、义、礼、智,却被释氏作为“理障”看待,二者之言心自是有根本不同。《驳书》进一步指出释氏之心其

实为意,意之特性在生灭,心无生灭可言: 

上蔡谢氏云:释氏所谓心,乃吾儒所谓意。意者,心之所发,有主张造作之义。彼所谓生灭由心者,皆意为之也。留良不辨释氏

认心之误,乃以言心为讳。至谓心不可言德,不可言学,其为人心学术之害不少也。
[3]611

 

意乃心之所发,朱子即有是说,王阳明“四句教”又加以重申,并对儒学“正念头”与佛氏却要禁止意虑思索之不同特加说

明。[5]982 

既然儒、佛言心有不同,何以程明道云“释氏本心”?是乃吕留良批判王学与禅学的主要原则,《驳书》对此进行解释,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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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作辩护说: 

佛书所云:三界惟心,万法惟识,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是也。彼以世界为幻,万事皆由心生,故曰本心。所谓本天

也者,惟天之命,于穆不已。阴阳五行,化生万物,人得之则为仁、义、礼、智之性,发之则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施之

则为亲、义、序、别、信之伦是也。万事万理,以天为本,故曰本天。[3]611 

在《驳书》看来,所谓“本天”,其实是指心具天所赋之五常之性,可以指向社会伦理,而释氏之本心乃以世界为虚幻,伦理秩

序无法由之展开。不讲心,五常之性就无处安顿,没有发动之力。 

吕留良将朱子之所谓“心”作了自己的解释,认为心必须与经验知识相接乃能正、乃有物,仁义即要通过这种方式纳入其中;

而《驳书》认为,仁义本在心中,无须外在经验知识来启动,无须用意将仁义加以纳入式的造作。在这个意义上,吕留良之说乃以

心为空虚之物,[3]727比如,在解《论语》“子远乎哉章”中,《驳书》指出: 

今若谓心者空空洞洞而已,善恶惟人所为,则彼之恣睢骋鹜,复何所已极耶?不以心为善,斯乃吕留良学术之大误。欲矫新建之

差,而不知与孟子之旨去而千里矣。
[3]700

 

所以,《驳书》得出结论说如吕留良“妄意剽袭圣贤言语”,“总由看心字不明,不知心者众理毕具,心存则理存”。[3]727 

吕留良这样解释朱子,自然是源于对阳明“心外无物”的批判,唯恐言心落于虚寂。吕留良指出“有故为高妙之论者,谓知固

在内,物亦不在外,人心中只有一知便了,安得更有所谓物者?”将知觉作为心的惟一功能。《驳书》反对此说,将“物”理解为“心

之理”,认为吕留良之说将导致“知自知,物自物”,那么格外在之物,就不能“致吾心之知”。
[3]615

这就是朱子“心包万理”说,

与阳明“心即理”亦相通。 

吕留良这种对心的思考,有清初崇实黜虚的实学思潮为背景,即都是以心为虚并对其加以批判,都要将儒学之立根于“心”

转为外在“行”或指导“行”的知识文本,如陈确《大学辨》就反求内心去求“诚”,这样一个转折,即“言心之学”被广泛质疑

最终达成了知识主义的兴起,尽管吕留良要维护程朱,未免在事实上与这一思潮合辙。 

三、“心学”与天心:“心学”是社会政治秩序建构的基石 

在实学思潮兴起之下,“心学”能否担负起社会政治秩序建构的责任,对吕留良而言,导致亡国的王学自然做不到,一切批判

王学的言论皆强调其“无用”,进而批判理学的“无用”,集中在“言心”上。《驳书》要解决这一问题,不仅要诠释心所具有的

实理,更是将历史演进的主宰归之于“天”,认为只有心才能体天、获取由乱转治的形上法则。 

“本天”有其深远的文化渊源,朱子《中庸章句序》中盛赞的尧舜禹即华夏文明的奠基期就是一个“神权时代”,礼乐文明

的本质是对鬼神形上世界的崇拜。当老子“道”提出之后,上帝神的概念动摇了,孔子将“天命”植入到仁、义等概念中去,这样

来源于天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性,就发展为四端、五伦,取代上帝神成为建构社会政治秩序的基础。宋明儒学依然沿着

这样一条思路前进,周濂溪《太极图说》就重建了一个类似的上帝创世秩序,只是这个秩序已然将原有神权时代的神秘色彩洗刷

殆尽,鬼神已然皆被解释为“二气之良能”,这是吸收道家“道法自然”思维的结果。 

由于其自然倾向,太极、天理就像是被写在书册中的概念一样,无法与人心形成一体,因而实际上没有任何动力去令人敬畏、

形成信仰,最终产生“知而不行”的现象。所以,到明代中期,王阳明针对这样一个有知识而无信仰的社会,提出“致良知”之说。

与规律式的、概念式的太极及天理不同,良知根源于神秘的天赋,它就不是一个死物,而是与虚灵不昧的人心一体,可以生发道德

之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王阳明发明“良知”之学,实在极其要紧。与神权时代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上帝神不同,良知是通过人心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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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 

由此来看,“心”沟通天、人,从本质上仍然不出天命的范畴,或者说儒学之强调心,从来没有脱离天命而独立存在,其实吕留

良亦是以“圣人本天”的逻辑来论儒、释之间的区别。只是到了王学末流,心失去了天的意义,转变为知觉之心,这正是吕留良所

批判的,从而形成了主张天、批判心的冲突,割裂了天、心,而《驳书》却要维护天、心的统一。 

“天”在当时学术话语中地位的上升,既是为了对付释氏之学消解天理的现实挑战,也有应对基督教复活“上帝”的潜在挑

战,总之是要寻求中国文化的本源和正统为何。在与西方传教士的交往过程中,不少朝廷高级官僚已然开始思考“天”究竟有无

人格这个问题,而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统治者,由于其本身的萨满教传统,更加倾向于相信天意,而不是太极、天理等复杂的概念。
[16]
雍正帝在驳吕留良时亦以“天地以仁爱为心”为辞。由此来看,《驳书》有其时代的特性和庙堂意志。 

《驳书》认为一切社会秩序都来源于天,并具化为知识文本和典章制度,如其所谓即“诗、礼、乐本天”,典章制度是人依据

天理设计而成,是人内心所有,不同于告子、荀子的义外,不是仅将社会秩序看作是人依据社会需要而完成的“造作”。所以,《驳

书》虽主张心学,却不否认典章制度的意义,因为抛弃典章制度,心就变成虚幻。《驳书》因是指出: 

以此为心学者,亦未全非也。诗、礼、乐之名物度数,固有资于外,而其理固未尝不本于心也……如何一曰心学,便是异端之

见,看得诗、礼、乐轻浅耶?[3]702 

事实上,诗、礼、乐不仅是一种典籍,亦代表了华夏先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信仰,而这一切构成了华夏族群的政治形态传统及

其特质。正如《驳书》对吕留良轻看文武之道不满,三代的典章制度在韩愈《原道》中已然从文、法、民、位、服、居、食等多

个方面罗列指明,石介《中国论》更是从反面说明释氏之学对中国固有传统的改变。 

心之理来源于天,《驳书》称之为“所谓天者,亦即吾心所具之理也,离心则天于何寓”[3]684,那么,由“心”而建构出的一个

社会秩序就是合理、合法的,而知识、语言、文字等只能作为社会建构的质料。社会秩序建构的原理构画依然要依托人心,如《驳

书》所谓“天既以此理付于人,则所以存此理、发此理者,皆人心之所为也”[3]639,批判了“心学”,人与天就无法沟通,天命就无

法认知,阳明末流以知觉为心,就否定了天命,心失去了形而上的意义,就只有经验知识可以依凭,考据学就是依这一逻辑发展出

来,而这势必将取消理学走向外王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天命放到人心与社会就是要建立“皇极”。皇极的概念来自《尚书·洪范》,这是中国固有的国家建构理论原则。陈淳《北

溪字义》引“明王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
[17]
,不同意训“极”为“中”,而以“极”为“君”,就更突出了承天为治之意,如朱

子论“此是人君为治之心法”。[18]因为“皇乃天子”,所以能上承天心,为民众立法。帝王承天心而治理天下,所以其心法又与天

心相联系,帝王效法于天,推行其礼乐刑罚。《驳书》认为,“从古圣贤勋业,皆从心性中发出”[3]691,“圣人之心全体天理,其发为

礼乐文章者,皆自圣性流出”[3]728。 

《中庸》从“致中和”始,《大学》从“格致诚正”始,这是理学式亦是儒学式的治理逻辑。如果仅仅是追求秩序,何以不选

择告子、荀子之说抑或申韩之术?原因在于儒家之法是活的,而申韩之术是死的。韩非子之宗法黄老,取其无为,将天道作律法,以

民众为刍狗,虽然看似公平,却是无情无义;对儒学而言,仅仅依托律法还构不成社会秩序,还必须要有人的情感、意志尤其是德性

等加入其中,而这些都来源于天。因此,天心、人心必然在儒学中出现,而不可能在法、道、释诸子中出现。儒学是一个活泼、生

生不已的理世界,与老子冷冰冰的道世界相比而论,主要在于心不是枯槁,不是告子的硬把握,而是活的。这就是“心学”政治意

义的根本所在。 

天心下降于人,形成制度的精神,就是“仁政”,仁就是爱。雍正帝在处理“曾静案”时,就努力在体现这个“仁”字。当然,

猜忌刻薄又兼雄鸷的雍正帝自然不可能是儒学的信徒,但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又假借儒学之力;他当然可以采取另一种形式,但却



 

 7 

没有,这说明康熙朝以来宽大为政的意识形态对雍正帝不能不说有一种约束作用。雍正帝之批吕留良主要理由就是认为其父康熙

帝之被诋毁。强调天心,更出于现实的考虑,“吕留良、曾静案”清楚地说明,康熙时期化解汉满冲突的努力还没有最终完成,社

会中仍然存在着民间和官方意识形态的激烈冲突,说服各种文化力量形成认同,天的主宰和同一自然要远胜于纷纭歧出的经验知

识。 

就一定程度而论,本心就是本天,当心与天的联系被打断,那心就只能是血肉之心、思维之心、经验之心、知觉之心,而不是

道德之心;当心与天的联系被打断,经验特征的知识主义兴起自是一种必然。浙派学人向来注意典章制度即尊崇知识主义,黄宗羲

的转向非常典型,张履祥固守程朱心性之学很是一个异数。吕留良从学派认同上接近张履祥,在学术逻辑上却与黄宗羲更为接近,

吕留良批判心学、主张知识学,是浙派学术传统逻辑的表现,尽管吕留良未必认同前人。《驳书》认为,吕留良是要“用学问笼络

那放心,而安顿其中”
[3]771

,即吕留良不同意有一个独立之心能知善知恶,以为其必依知识而成;而且吕留良讳言主静,被《驳书》

指为将“开支离之径,废立本之功”,认为其会导致“朱子所讥训诂词章俗学之尤”的结果。[3]635 事实上,第一流的士人不久即将

大规模地向支离破碎的文本中去寻求意义了。 

由知识构架起来的典章制度必须加以斟酌损益,才能适应时代,如《驳书》之谓“所谓行先王之道者,非拘守之谓也,有因有

革,有损有益,然后可谓之率由旧章”
[3]752

。因此,《驳书》论舜之治天下,其要皆从心之“权度精切”,以补足已有的为治之理。
[3]639～

640因此,我们看到“心学”绝不是虚无之学,它直指社会政治现实,正是因此,朱子才称颂《中庸》作为“孔门传授心法”是为“实

学”。 

四、“心学”在今天:《驳书》意义的进一步申述与延展 

《驳书》分条反驳吕留良《四书讲义》,受朝廷特谕,不免求全责备,有学者认为除较有理致者之外,尚多有牵强者、无关宏

旨者、以偏概全者等,[19]但是学术争论,其理本难平,一说多解,古而有之,而晚村既殁,亦不复能够起来争辩。所以,本文无意衡论

二者是非,亦绝非同意《驳书》对晚村的所有批评。 

《驳书》在其背后隐含的学术与政治之争及民族主义等之外,其本身的学术义理价值并不高,但是它既涉及当时程朱理学的

合法性,亦涉及稍后的汉、宋之争,更是无意间折射出有关中国固有文化是否可以定义为“心传”这一重大问题,是乃本文所措意,

议论多在文本之外,不免散漫,故称“卮言”。一个族群要树立文化自信,必须不断追溯到轴心时代去对自身进行重新诠释、定义

(所谓返本开新),从而建立起一种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因为历史的虚无主义最终造成的只是一切价值的崩解。 

近代以来,这种追溯基本都断自春秋之末即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或称颂孔子,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或

表彰老子,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学者一直在试图向更远古的时代去追溯,诸如甲骨文、地下考古、夏商周断代,如此

等等,不一而足。问题在于,这种努力一直是从物质上加以强化,背后多是西方的文化观念,而缺乏中国人自己的“心法”支撑,都

没有突破雅斯贝尔斯给我们定义的“轴心时代”。其实,或许中国的“轴心时代”可以像朱子、阳明一样追溯到更早的尧舜禹时

期,那才是华夏文明气质和风格的源头,孔子“述而不作”正是向尧舜禹等圣王看齐。 

中国人必须要有自己的“心学”。“心传”重在传承,“心学”重在学术,“心法”重在运用,是一体三面的概念。时代在

变,“心学”的意义在于它能随时代之变而推陈出新。要知道,典章制度包括语言文字毕竟都是陈迹,甚至其背后的理论原则亦不

过是陈迹。每种典章制度和语言文字都有其特殊的时代,所以,要寻求新的语言形式和新的思考逻辑,依据新的时代进行制度和文

化建构,但是这种建构不是从个我私欲出发,更不是对西方一味是从,亦绝非要复活“国故”。当然,“心学”如何去建构,还将是

一个复杂而漫长的文化兼又有实践意义的命题,而第一步就是要为“心学”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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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劳思光.中国哲学史:3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269. 

[16]王胜军.清初庙堂理学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2015:368-369. 

[17]陈淳.北溪字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3:46. 

[18]黎靖德.朱子语类:5[M].北京:中华书局,1986:2041. 

[19]胡楚生.清代学术史研究[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79-98. 

注释： 

1 据雍正九年(1731)十二月十六日谕,《驳书》所驳对象为吕留良所著《四书讲义》、语录等,今所存者只有《四书讲义》可

以查实,部分吕留良言论只能依据《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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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前有关该书的探讨尚极少,只有诲皕范《驳吕留良四书讲义书后》(《古欢夕蕑》,青年协会书局,1933年)、胡楚生《清

代学术史研究》第六章(台湾学生书局,1998 年)、史曜菖《单面的攻伐:试析朱轼斥驳下的吕留良——以〈孟子·梁惠王(上)〉

为例》(《史汇》,2008年)等,主要涉及对《驳书》内容和方法的分析,对《驳书》持否定态度为多。 


